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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海外联系的变化与经济社会结构改造
赵文骝
　　晋江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 “造舟通异”, 出洋谋生, 自古已然。唐朝 ( 618—907) , 古港
泉州的海外贸易已相当兴盛, 至南宋 ( 1127—1279) 后期, 海上贸易达到顶峰, 其贸易量甚
至与广州不相上下 , 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海港之一。
兴贩海外, 岁久迹熟, “往蕃”人数日众, 在鸦片战争 ( 1840) 爆发前的 300年中, 东南
亚的马尼拉、巴达维亚 ( Batav ia)、占城、柔佛、马六甲、暹罗等地都已形成华人族群, 其中
不少是晋江人, 马尼拉八涧 ( Parian) 的华人社区中, 晋江人已占大多数。 鸦片战争之后, 中
国被迫开放门户, 出现向海外大规模移民的高潮。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 在世界各国 (主要




但是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 当代晋江的海外联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 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 香港已经成为晋江新移民的主要聚居地; 其次, 如果说历史上铸造晋江繁荣







部门估计, 从 40年代后半期至 50年代初, 晋江移居香港的人数达 4—5万人, 而流向东南亚
国家的人数则不足1万人。 此后, 1953—1977年, 据可以查找到的出入境核准数字, 晋江赴
香港的人数 (包括赴澳门人数) 为 36840人, 赴东南亚、欧美、澳大利亚各国的人数为 9928
人; 1978—1986年, 上述两组数字分别为 23394人及 16673人; 1991—1995年分别为 30991
人及 4532人 (见表一)。由此可见, 在 1945年以后的各时间段中, 晋江移居港澳的人数 (绝
大部分移居香港) 都大大超过移居东南亚等国的人数。此外还必须指出的一点是, 50年代初
之后, 晋江批准赴东南亚定居的移民中, 实际上有80%滞留在香港。这样, 战后香港已名副
其实地成为晋江向外移民的首要目的地和滞留地。
1997年 7月份, 我们在晋江市英林镇钞井村进行了入户调查。经过访谈记录的整理, 其
统计结果也反映了这种移民趋向。此次调查的有效户数为98户, 其中有海外关系的 66户, 占






1953—1977 36840 9928 46768
1978—1986 23394 16673 40067
1991—1995 30991 4532 35523
合　　计 91225 31133 122358
　　注: 其间 1954年、1966—1975年 10 年 “文革”无统计数字。
1987—1990 年无统计数字。
资料来源: 出入境管理部门 (公安局、侨办) 统计数字。
的外移人口共 159人, 平均每户 2. 4人。外移人口 159人中, 移居香港的 69人, 其中 60人
均为 1945年以后赴港, 只有 9人是 1945年前已居住在香港; 移居澳门的 8人, 全都是七八
十年代移出; 移居菲律宾的 67人, 其中 1945年以后赴菲的人数仅 11人, 其余都是战前赴菲
定居, 尤其以本世纪 20—30年代移出的人数为众。钞井村被调查各户移居印尼、台湾、新加
坡的人数各为 10人、4人、1人。其中除 1人为 80年代赴台湾继承遗产外, 其余 14人均系
1945年前移出。通过计算可看出, 1945年后的新移民数为 80人, 迁往香港者 60人, 占总数
的 75% (见表二)。
表二　晋江市英林镇钞井村外移人口去向调查 (单位: 人)
外移目的地 香港 澳门 菲律宾 印尼 台湾 新加坡 合计
总人数 69 8 67 10 4 1 159
1945 年前移出人数 9 0 56 10 3 1 79
1945 年后移出人数 60 8 11 0 1 0 80




剧烈。1941年香港人口为 164万人, 战争结束时则仅剩 60万人。此后, 人口迅速增加, 到1951





取了措施, 阻挡中国 “难民潮”的涌入。独立以后, 对华人新移民的入境管制仍十分严厉。此




3. 从晋江方面看, 不同时期向香港扩大移民的原因也不尽相同。40年代后半期至 50年
代初, 内战及政权更迭是移民潮产生的重要原因; 50年代中期以后, 受高收入预期驱使的经
济移民特征日益明显; 80年代末起, 晋江已有相当一部分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家陆续取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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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永久居住权, 其间还出现一批去菲律宾或其他国家的投资移民, 这种形式的移民在当地叫
做 “以执照换护照”。这种移民的动机, 大致有以下几种: 便于在境外设置营运据点, 既有




华人 95. 45万人, 其中菲律宾 65万人, 印尼9. 5万人, 马来西亚 7. 5万人, 新加坡 4. 5万人,
缅甸 1. 3万人, 越南 1万人, 其余国家均不及 1万人。而当时晋江籍港澳居民已达 29. 85万
人, 其中澳门 2万余人 (见表三)。考虑到表一出入境统计材料存在 15年的缺漏以及散居在
全国各地的晋江人会在当地申请赴港、澳定居等现象, 我们可以估计, 在当时近 30万晋江籍
港澳居民中, 至少有 60—70%是二战以后前往定居者。1987年以后, 根据表一赴港、澳及其
他地区移民的年平均流量推算, 晋江籍港、澳居民 (包括滞留人员) 又会增加 5—6万人, 再
加上人口自然增长, 目前晋江籍港澳居民当在 40万人以上。而与此不同的是, 1987年以后,
主要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晋江籍华侨、华人, 除了人口自然增长之外, 新移民的补充则极少。
表三　晋江籍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居民 (单位: 万人)
国家 (地区) 人　　数 国家 (地区) 人　　数
菲律宾 65. 0 美　国 0. 2
印　尼 9. 5 加拿大 0. 2
马来西亚 7. 5 日　本 0. 1
新加坡 4. 5 澳大利亚 0. 1
缅　甸 1. 3 其他 5. 55
越　南 1. 0 合　计 95. 45
泰　国 0. 5 香港、澳门 29. 85
　　注: 1987年福建省侨情普查材料。
包括亚洲、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及南太平洋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包括台湾)。
晋江籍在外移民地理布局的改观, 使晋江海外联系渠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1. 香港新移民与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晋江籍香港居民绝大部分是第一代移民, 或者第
一代 “侨生”。他们多数聚居于香港北角一带, 当地称之为 “小晋江”。新移民对祖籍的认同
意识比较强烈, 与家乡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经济联系也比较密切。1993—1995年 3年间, 晋江
市批准了 179268人次以旅游、探亲及洽谈贸易等事由入境, 其中 172322人次来自香港、澳





证实了这一点。一如前述, 当时有 7户户主称, 与海外亲族基本上已无人员和经济往来, 这
7 户中, 亲族定居在菲律宾的占4户, 印尼占 2户, 台湾占 1户, 而所有这 7户的亲族都属于
二战前的外移人口。
2. 香港居民已是海外晋江人的一支重要经济力量。早期移居香港的晋江人, 大多从事拓
荒, 也有渔夫、船民和商人。本世纪 30年代, 香港的晋江人已达数万人, 涉足行业也渐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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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营商业外, 还从事进出口、航运、汇兑等业务。五六十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长足发展及
逐步现代化, 晋江人又逐渐扩展了房地产业、旅游业、建筑业的经营, 此外, 在新兴的制造
业部门也创建了不少服装衣饰、电子电器、钟表、玩具等企业。改革开放以后赴港的晋江人
在同乡的示范与提携之下, 也迅速地成为这支工商队伍的生力军。晋江在澳门的 2万多人口,
也有 1/ 4从事工商业, 其余则为工人、店员、手工业者或者小商贩。应该说, 香港和澳门的
晋江人, 其经济实力比不上江浙帮和潮州帮, 不但商界巨子、大亨不多, 所建立的企业也多






















民收入中一向占据重要位置。据 《福建通志》记载, 经调查, 从 1934年 10月至 1935年 9月
一年中, 福建侨眷的每户平均收入, 源于南洋汇款者占 81. 4% , 来自当地收入者占 18. 6%。
由此可见, 当时侨汇占侨属生活费来源的绝大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 30年中, 侨属倚重
海外接济的状况实际上并无太大改观。例如, 根据晋江市政府的统计, 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
当时农民来自人民公社的人均年收入为57元人民币, 来自侨汇的人均年收入为 50元人民币,
合计为 107元。 亦即, 当时侨汇收入即使以晋江全体农民 (包括非侨眷) 平均, 仍占当地民
众人均年收入的 46. 7% , 比重仍然相当高。
海外华侨的经济收入直接受制于侨居地的政治经济局势, 寄回家乡的汇款也时而出现波
动。最明显的例子, 如本世纪20年代末东南亚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 大批侨商经营
困难, 甚至走向破产, 寄回家乡的侨汇随之减少; 又如 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 南洋与大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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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断, 侨汇几近断绝, 许多侨眷生活无着, 靠变卖房产和家中细软度日, 甚至出现卖儿鬻
女的惨况。
侨汇数量的起伏也同样受到国内政治环境与经济政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当
时外汇短缺, 政府十分鼓励华侨汇款, 1950—1957年晋江的侨汇收入每年都在 3000—4000多
万元人民币。1958—1963年侨汇明显减少, 每年只有 2000万元人民币左右 (见表四)。50年
代末国内在 “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 “共产风”和 “平调风”, 侨眷的海外
收入无保障, 或者受批判, 打击了华侨汇款的积极性; 此外, 60年代初国内遭受严重自然灾
害, 政府允许华侨、港澳同胞把赡养眷属的汇款购买粮油食品, 免税进口。这些都是这一时
期侨汇数量减少的原因。
表四　晋江侨汇解付额一览表 ( 1950—1988) (单位: 万元人民币)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2925 4306 4399 4114 4018 3517 3263 3204 2510 1774 2186 1746 2146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2528 3122 3315 2981 2594 2310 2876 2146 2582 2477 2631 3145 331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3736 4049 3902 3776 2479 1570 2132 1752 805 340 427 811 122
　　注: 1988 年不包括石狮市侨汇数额。
资料来源: 转引自吴泰主编 《晋江华侨志》, 第 126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摩托车、照相机与电脑等等, 免税入境; 同时, 政府还允许以捐赠的方式, 免税进口缝纫机、
电动机等小型生产设备以及汽车等运输工具。这样, “以物代汇”现象蔚然成风。进入 90年
代, 华侨及港、澳、台同胞通过中国银行换汇的数量已微不足道, 但实际上 “侨汇”数量并
未减少, 反而增加。
总的来说, 改革开放以来晋江的侨汇出现了如下一些特征:
1. 侨汇已不是当地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晋江经济的迅速发展, 产出总量不断扩大, 侨
汇已经不再是当地收入的主要来源。1978年, 晋江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 26亿元人民币 (市场
价格) , 当年收受侨汇 3902万元人民币 (解付额) , 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 如果包括直
接携款、携物入境, 比重还当略为高些。到了 1996年, 晋江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增至 154. 4亿
元人民币( 1990年价格) , 当年的侨汇由于解付数量甚少, 我们可以海外入境年平均 6万人次,




江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60元人民币, 海外乡亲如果每年汇回或携入人民币 200—500元, 这






口粮及一些蔬菜禽蛋。长子在服装厂工作, 每月工资 800元人民币; 次子在电子厂工作, 每
月工资 500元人民币。侨汇来源是女户主的父母兄弟在澳门, 每年春节寄回2000—3000元人
民币。尽管侨汇数量不大, 无法倚仗其维持日常生活, 但却是年节时的重要接济。与此相反,
收入水平高的家庭, 譬如年收入达到 3万元以上的家庭, 对小额侨汇便并不很看重。我们在
晋江青阳镇梅青村及英林镇钞井村调查时发现, 竟有 20多户人家去香港探亲, 或者去香港与
侨居菲律宾的亲属会亲都是自己负担路费与其他费用。
3. 资助亲属办企业的侨汇增多。过去, 华侨都是逢国内眷属买地盖房, 举办婚事、丧事
时, 才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 提供数量比较大的资助, 现在这种办大事用的一次性大额资助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 那就是资助亲属办企业。晋江英林镇钞井村被调查的 66户侨属家庭




相当突出。辛亥革命时, 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下, 华侨劝募经费, 资助革命十分踊跃, 甚至
亲自回国, 投身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 华侨因而被孙中山先生誉为 “革命之母”。二战期间,
华侨也筹集大批钱财、物资、枪炮、药品支援抗日。1938年 10月 10日在新加坡成立了 “南
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即著名的 “南侨总会”)。“南侨总会”主席是新马侨领陈嘉庚
(厦门同安籍人) , 副主席为菲律宾侨领李清泉 (晋江籍人) 以及印尼侨领庄西言 (福建南靖
籍人)。菲律宾华侨曾先后捐赠飞机 16架, 李清泉则独资捐赠侦察机一架。亲自投身抗战的
华侨人数也比辛亥革命时多得多。出现这两次大规模捐赠活动的动力便是 “抵抗外侮、拯救
祖国”。 此外, 每当国内遭遇较大规模的水灾等自然灾害时, 华侨的慷慨赈灾活动也同样是为
了表达一种与祖籍地 “共赴时艰”的感情。
但是实际上, 在正常情况下, 华侨、华人对祖籍地的捐赠则主要集中在兴办公益事业方
面。例如自 1950年到 1987年的 38年中, 晋江市接受华侨、华人捐赠的金额为 11429. 65万
元人民币, 其中教育事业 6990. 2万元, 占 61. 16%; 兴办水利、修桥铺路、通电照明及建造
自来水设备等基础设施 3745. 7万元, 占总额的 32. 77%; 医院、卫生、文化设施 340. 1万元,
占总额的 2. 98%。此外, 对晋江归国华侨联合会建房和设备的捐款以及修建祠堂、庙宇的捐
款数额都相对比较小。这一时期华侨华人还向晋江捐赠 177辆汽车以及其他各种设备与物资
(见表五)。












金额 6990. 20 340. 10 3745. 70 188 137. 70 27. 95 11429. 65
% 61. 16 2. 98 32. 77 1. 64 1. 20 0. 25 100
注: 1950—1987 年间华侨、华人还向晋江捐赠汽车 177 辆、电视机 191台、录音机 157 台, 其他物资 422 件。
资料来源: 根据 《晋江华侨志》第 99 页表内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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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以后晋江接受华侨、华人捐赠的规模不断扩大, 这与侨汇绝对数量的增加道
理是一样的,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华侨捐赠的数额也便水涨船高。1993年捐赠额达
6520万元 (人民币, 下同) , 1994年 10610万元, 1995年 11392万元, 之后每年都超过 1亿
元人民币。根据晋江市侨办的统计,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到 1997年底, 华侨、华人对公益事
业的捐赠逾 10亿元人民币。近年来, 捐赠金额的用途结构仍与过去雷同, 教育为最大宗, 其
次为交通、卫生、文化等公益事业。例如, 以 1993—1995年 3年捐赠额用途平均计算, 教育
占 57. 97% , 交通占 13. 06%, 文化、卫生占 19. 75% , 其他占 9. 22%。
华侨、华人对家乡的捐赠既然是为了表达一种 “桑梓之情”, 往往会迎合当时当地家乡生
产和生活的需要。如 “文革”前捐赠化肥、拖拉机、水泵, 用以发展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后
除了捐赠汽车、电视机、广播器材外, 工业用小型设备的捐赠迅速增加, 1993—1995年 3年


















“逼捐”的事件, 有些华侨、华人由于挡不住各方面的 “索捐”, 避而不敢回国。这与中央政
府规定的华侨捐赠自愿原则是相违背的。
(三) 投资
华侨、华人投资中国国内企业始于清朝末年, 当时在 “实业救国”口号的鼓动下, 一些








本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前半期, 南洋华侨为了躲避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 把部分资本
抽回国内。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 也是华侨愿意在国内投资的原因。这一时期
闽南华侨在厦门的投资形成热潮, 填海筑成鹭江道, 中山路、大同路、思明路等主要街道也







立, 下设青阳、石狮、安海、金井 4个重点侨乡的募股小组。自 1952年至 1965年, 华侨、归







续时间已达 20年。截止 1997年底, 晋江 “三资”企业 (见表九注 1) 实际利用外资数额已达




1. 从历史上看, 晋江华侨、华人对家乡的投资是三大经济联系渠道中最小的一条, 这种
状况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前 10年尚未改变。1889年至 1949年的60年中, 华侨在晋江各项事
业的投资约合 537. 11万元人民币 (见表六) , 数量相当少。而新中国成立前后, 晋江接受的
侨汇数量比较多时, 一年即达 4000多万元人民币。这是投资与侨汇的比较。再来看投资与捐
赠的比较。一如前述, 1952—1965年晋江华侨入股华侨投资公司的总金额为3827. 7万元人民
币, 此外, 截止 1987年底, “三资”企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 2642万元人民币 (见表九)。即
使我们将这些投资全部指认为华侨投资, 那么两项相加也仅 6469. 7万元人民币。而 1950—
1987年, 华侨、华人在晋江公益事业的投资累计额为 11429. 65万元人民币, 其中尚不包括汽
车等实物的捐赠。可见, 投资额与捐赠额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华侨投资家乡的数额不大,
主要是由于当时晋江没有合适的投资环境, 或者投资气候尚刚刚趋暖。
但是进入 90年代, 尤其是 90年代中期以后, 以港、澳、台、侨资本为主体的 “三资”企
业实际外资投入额迅速扩大。从表九可算出, 1995年增加 3. 32亿美元 (约合 27. 46亿元人民
币) , 1996年 2. 99亿美元 (约合 24. 72亿元人民币) , 1997年 2. 9亿美元 (约合 23. 98亿元
人民币)。而这几年晋江的侨汇收入及华侨捐赠收入均为人民币 1亿多元。因此, 到 90年代
中, 晋江海外移民与家乡的经济联系三大渠道中, 对当地的投资已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主渠道。
2. 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对晋江的投资不仅数量增加很快, 迅速成为其与家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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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联系的主渠道, 而且投资方向也产生了根本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 华侨对晋江的投资, 其产业构成尽管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但总体上来
说, 仍是适应晋江当时消费型社会的投资。从表六可以看出, 在 537. 11万元人民币的投资总
额中, 商业占30. 88%, 交通占 30. 69% , 金融占16. 99% , 其他占 5. 86%, 工业仅占15. 58%。
其大宗投资都集中在商业、交通及金融业, 其次才是工业。而改革开放以后 20年, 晋江在实
际利用外资 17. 3亿美元 ( 143. 07亿元人民币) 的总额中, 制造业的投资却达 90%以上。可
见, 近 20年来港、侨资本是配合晋江的工业化进程向当地投资的, 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制造业。
表六　1889—1949年晋江华侨投资情况表 (单位: 人民币元)
类别 工业 金融 商业 交通 农渔业 服务业 文化 合计
金额 836609 912815 1658506 1648563 186989 122500 5145 5371127





廷对海上贸易时而 “宽禁”, 时而 “严禁”, 但海上贸易却始终未曾中断, 究其原因便是当地
居民 “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清朝末期起晋江向外移民高潮迭起, 当时战乱、匪患、灾荒频




改革开放前夕, 晋江人口已增至 94. 11万人, 农村劳动力 34. 1万人, 耕地面积 3. 526万公顷,
每个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仅0. 1公顷, 导致剩余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60%。 政府在一个长时
期内又实行极 “左”政策, 限制发展副业和手工业, 尤其禁止 “弃农经商”。农民没有其他收
入来源, 只能排队轮流出工。1978年晋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66. 87元人民币 ( 1980年价
格) , 这种产出状况无论与国际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相比都属于低水平。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 晋江人从 1972年起便开始兴办家庭作坊式企业, 这种利用 “文革”
后期的混乱状态发展商品经济的行为在当时是不合法的, 无异于明朝的 “违禁出海”。因而创
办这些企业的农民到 1978年, 甚至 1979年还被批判斗争, 定为 “新兴资产阶级分子”、“黑
包工头”等等, 送进 “学习班”, 洗脑筋。但是晋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很快便意识到 1978年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及 1979年 7月 15日中央决定在广东和福
建两省实行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 并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一项长期方针。他
们于是抓住机遇, 抛弃一切疑虑, 大胆地发展乡镇企业。全市乡镇企业数从1978年的1141家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合计 1141 1434 1733 1944 1936 2271 3965 5557 5418
乡办 143 209 237 281 296 290 291 252 241
村办 998 1225 1496 1663 1641 1267 879 775 611
联户 ( 137) ( 544) 714 2795 3997 4329
个体 ( 5848) 533 237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合计 5840 14539 13193 16176 18677 21643 26403 29920 31971
乡办 222 188 200 233 287 323 381 425 424
村办 1357 1079 1257 1929 2142 2618 4108 4882 4838
联户 4261 3416 3086 2775 3606 4172 4382 4488 4995
个体 9856 8650 11239 12642 14530 17532 20125 21714
　　注: 括号内数字为参考数, 不计入总数。











步”。例如, 晋江陈埭镇早期创办企业的 5100万元人民币集资资金中, 华侨及港澳台同胞眷






“来料、来件、来样”, 即由外商提供原料、零配件及样品或图纸; 所谓 “一补”就是 “补偿
贸易”, 外商所提供的原料、原件、样品以及部分加工设备都将用加工后的产品来清算偿还。
晋江的第一家来料加工装配厂是 1978年底由深沪镇与香港长青贸易公司所创办的。接着
1979年来料合同数便增加到 27项, 1986年 “三来一补”形式的中外合作达到最高峰, 当年
签订合同3397项, 工缴费收入 687. 82万美元 (见表八) , 之后便不断地缩减, 但一直到 90年
代中期仍然是晋江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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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晋江市 “三来一补”合同数及工缴费收入　 (单位: 万美元)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合同数 (份) 27 322 635 964 2218 2656 3317 3397 1454
工缴费 22. 96 66. 41 133 183 328 480 290. 82 687. 82 604
年份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合同数 (份) 1994 709 890 1039 371 131 358
工缴费 318 152 211 284 152 30. 97 23. 12 18. 19
　　注: “三来一补”即来料、来件、来样加工装配及补偿贸易的简称, 是为外商代加工的一种形式。
资料来源: 1. 1979—1992 年数字取自 《晋江市志》第 611、1445 页。
2. 据 《晋江年鉴 ( 1996)》第 74 页提供的数字, 晋江 “三来一补”工缴费收入 , 1993—1995












“三来一补”企业生产的产品, 则面向国际、国内两大市场, 商品化程度相当高, 需求弹性相
当大, 可以迅速扩大规模, 实现后续生产。
“三来一补”为晋江工业的早期发展, 在资金积累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1988年






晋江三资企业实际投产数为 60家, 其中中外合作企业 51家, 占85%; 中外合资企业 9家, 占
15%。随着外商对当地投资环境的逐渐熟悉, 以及为了经营和管理上的方便, 中外合资企业
及独资企业数迅速增加。到 1997年, 累计批准三资企业合同个数 2330家, 其中外商独资企
业 1265家, 占 54. 3%; 中外合资企业 864家, 占 37. 1% ; 中外合作企业 201家, 占 8. 6%
(见表九)。
17晋江海外联系的变化与经济社会结构改造
表九　晋江 “三资企业” 发展情况表　 (单位: 万元人民币)
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企业年末累计 (家) 1 1 8 44 53 60 72 123
合作企业 1 1 6 36 45 51
合资企业 2 8 8 9
独资企业
总产值 40 40 914 1698 3423 8089 11292 25194
出口交货值 8900
实际利用外资累计 30 30 264 1549 2101 2642 1977 2764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总产值 51891 86819 181088 318239 534914 656388 1162259
出口交货值 56363 100100 213800 312100 597000 551495
实际利用外资累计 5342 8755 20437 47700 80900 114100 144000 173000
　　注: “三资企业”是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的简称。
1991年三资企业总产值汇编入册的企业仅 234家, 缺 28 家。
实际利用外资年末累计额单位 1982—1987 年为万元人民币, 1988—1997 年为万元美元。
年末企业累计家数 1982—1995年为实际投产家数, 1996、1997 年为合同家数。1996 年三资企业
实际投产家数为 1453 家。




内老子任总经理, 国内次子任营业部主任, 成为 “三子”企业。一些企业的资金来源可能全
部来自海外, 中方只是名义上出资。一般来说, 中方参与投资的比例不超过 30% , 其中不少
还以国内原有的厂房、设备折价入股。
到 90年代以后, 却出现了另一种现象, 国内不少发展较快的企业, 邀约海外并无资金的
亲属、朋友入伙, 组成中外合作和中外合资企业, 实际上 “外商”占的是空股。这样做的目
的是为了把国内企业转变为 “三资”企业。
三资企业的规模也由小到大, 1985年平均每个企业实际利用外资35万元人民币, 1991年
为 87万元, 1995年为 242万元 (根据表九数字计算)。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企业管理




晋江。进入 90年代, 晋江的制造业生产已颇具规模, 产品质量逐渐提高, 交通、通讯设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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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完善, 原料采购、成品派发、资金汇划等配套服务逐渐趋向规范和系统化, 境外大企业遂
逐渐进入, 日本、欧美、韩国企业也开始尝试在晋江投资。
表十　晋江外资来源 ( 1997 年末累计数)
国家或地区 香港 澳门 台湾 菲律宾 新加坡 印尼
合同项目 (个) 1886 95 158 114 27 3
合同外资 (万美元 ) 205543 15937 21279 39470 3232 466
国家或地区 马来西亚 泰国 日本 韩国 美国 加拿大
合同项目 (个) 9 2 10 13 6 2
合同外资 (万美元 ) 1115 257 601 5603 749 227
国家或地区 西班牙 澳大利亚 法国 委内瑞拉 匈牙利 合计
合同项目 (个) 1 1 1 1 1 2330
合同外资 (万美元 ) 18 58 7 72 180 294814
　　资料来源: 晋江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1997年底, 按合同企业家数统计, 晋江的 “三资”企业总数为 2330家, 其中港、澳资本
参与的企业家数为 1981家, 占“三资”企业总数的 85. 02%; “三资”企业合同外资总数 294814
万美元, 其中港、澳资本 221480万美元, 占合同外资总数的 75. 13%。如果加上台湾同胞与
东南亚华侨、华人参与的 “三资”企业, 那么港、澳、台、侨参与的 “三资”企业数为 2294








爆发式、跳跃式的增长趋势, 1993年乡镇企业总产值比前一年增长117% , 1994年增长 58%,














消费品生产都是为当地社会服务的, 尽管没有面向国际和国内广阔市场, 需求弹性不大, 但
风险都比较小。
总之, 直至新中国成立前, 晋江农村经济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得到改造。1949年晋江的工
农业总产值 3434万元人民币 ( 1980年价格) , 其中农业占81. 2% , 工业占 18. 8%。国民生产
总值中的三次产业结构为第一产业占 53. 6% , 第二产业占 8. 2% , 第三产业占 38. 2%。
1949年以后晋江的工业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到改革开放前晋江仍是一个农业经济
社会。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23881万元人民币 ( 1980年价格) , 其中农业占 61. 5% , 工业
占 38. 5%。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45. 4∶29. 4∶25. 2。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 仅经过 15年的发展, 到 1994年产业结构便已达到了相当高程度的
工业化。当年晋江的工农业总产值为 171. 24亿元人民币 ( 1990年价格) , 其中农业占 4. 34%,
工业占 95. 66%。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为 6. 8∶55. 9∶37. 3。
从国际范围来进行比较, 1978年晋江的工农业总产值中, 农业和工业产值之间 61. 5∶
38. 5的比例关系, 甚至比 1960年的菲律宾还要落后, 当年菲律宾的农业与工业产值之比为
48. 1∶51. 9, 但到 1995年, 菲律宾的农业和工业产值之比为 40. 74∶59. 26 , 35年中进步并
不快, 而 1994年晋江的工农业产值之比却已达到 4. 3∶95. 7的高水平。由此可见, 晋江经济










社办企业, 但更多的是 “挂靠”在乡一级主管部门的其他形态的企业, 所以说只是名义上的
乡属企业。村办企业的情况也与乡办企业相仿, 有少部分是原来的队办企业, 大部分则属于
“挂靠”。“联户企业”这个名称似乎是晋江独有的创造发明, 其实质内容是兄弟、叔侄等亲属
合股创办的家族式企业。个体企业, 即所谓 “个体户”, 归入这一类的企业一般注册资本比较
小, 工商行政部门专门有 “个体户”的执照。
1995年晋江全市仅剩 35家国有企业, 其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0. 5%。集体工业企
业主要是晋江市第二轻工业局的企业, 1995 年企业数 32 家, 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1. 35% 。1995年上述四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共计 31971家, 产值 233. 13亿元人民币 (见表
七) , “三资”企业 1453家, 产值 65. 63亿元人民币。其中联户企业是规模最大、最具实力的
企业群体。联户企业, 包括挂靠在乡、村一级的联户企业, 其总产值相当于乡镇企业总产值
的 80%以上。
1983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在晋江陈埭召开社队企业 (即现在的乡镇企业) 现场会, 当时已
经肯定 “联户集资”企业是 “福建乡镇企业一枝花”, 是姓 “社”的。接着晋江县委也根据陈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晋江以 “联户”为主的乡镇企业形态, 也不会重新遇到姓 “社”还
是姓 “资”争论的困扰。
实际上, 晋江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晋江之所以比省内其他地区有更
高的发展速度, 主要即在于放手发展 “联户”企业这种形式。目前晋江的工业总产值中, 近




1. 晋江也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存在着户口管理制度, 政府一向对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
口限制相当严格, 最近几年才逐渐有所放松。1949年晋江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73% , 城镇
人口占 27%, 这种比例状况到 90年代并无太大变化, 因此从农业与非农业人口的统计中, 我
们无法看出劳动力的转移状况。
2. 但是, 我们可以从晋江农村劳动力从业人口的统计中来考察其转移过程。1980年晋江
农村劳动力为35. 9万人, 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从业比例为第一产业占 90. 4%, 第二产业占
7. 7%, 第三产业占1. 9% ; 到1994年农村劳动力人口增至 42. 51万人, 其在三次产业中的从







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仍以 1995年为例, 当年晋江全市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 78. 17万人, 其中
包括 20多万的外地劳动力和 10多万的城镇劳动力, 总体经济活动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从业
结构为 24. 6∶55. 4∶20. 3 。
4. 在晋江的从业人员统计中, 未曾明确列明从业人员的职务身份, 譬如说是企业主、管
理人员还是技术人员? 但是, 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些事实加以推断, 1995年晋江各种形态的乡
村企业达 31971家, 如果每个企业平均有 1. 2个企业主, 那么企业主人数便近 4万人, 再加
上晋江在全国各地的推销人员 10万人, 就此两类人员相加, 就占在第二、第三产业中从业的





















海相望, 陆地形状为一半岛, 计 649平方公里 ( 1997
年) , 人口 96. 8万人 ( 1997)。西晋时期 (公元 265—
316年) 中原汉人大批南下, 沿江而居, “晋江”由此
得名。唐开元 6年 (公元 718年) 建县, 县府设在泉州
城, 距今已有 1280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 晋江县属
晋江专区管辖, 县城泉州亦为专署所在地。1951年泉
州建市 (地级市) , 晋江县城迁至青阳。1988年石狮建
市 (县级市) , 从晋江县析出。1992年晋江建市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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